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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均实行过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

略，但是两岸在实施两种战略的客观条件和具体过程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对

两岸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这一关键时期的发展路径作一比较。首先分阶段分别分析台湾与大陆各

自外贸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然后就两岸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在路径上的异同方面进行比较。 

关键词: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路径比较 

中图分类号： F120.4                   文献标识码：A 

 

 

发展中经济的对外贸易战略，一般可以分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模式。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60 年代中期，许多发展中经济相继采用了进口替代型贸易发展战略。很多实行

这种贸易战略的发展中经济在其经济发展初期均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例如：在一些经济体中

通过保护措施，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保护和推进了民族幼稚工业的发展，不

仅相应建立了现代化或半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而且初步形成了适合本土经济的经济结构；在

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被用于资本投资和开辟国内市场；一些曾经是殖民地的

单一经济也降低了对进口工业品的依赖程度；进口产品在本地生产节约了外汇，有助于改善

国际收支，等等。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经济体开始从进口替代贸易

战略向出口导向贸易战略过渡，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然而，90 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出口导向

贸易发展战略的某些局限性逐渐显露了出来。过于追求通过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结果是

促成经济结构中的外需产业过度膨胀而内需产业相对萎缩，与此同时，加大了本土经济对外

依赖程度；由于发达经济对发展中经济制成品出口设置障碍而引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加上发展中经济制造品出口往往集中在少数集中产品上，致使发展中经济因市场受到限制而

强化了彼此间的竞争。8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重新思考和肯定进

口替代战略的思潮，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通过适当的关税及贸易限制来扶持本土重

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新一代进口替代战略的政策主张。 

本文从发展经济学的贸易发展理论出发，拟将台湾和大陆各自实施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

向发展贸易战略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讨论。首先，讨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定

义，然后，分别概述台湾和大陆各自贸易发展战略演进的历程，最后，对两岸贸易发展战略

的路径作一比较。 



一、对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界定 

“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是指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发展中经济中广泛盛行的采

用贸易保护措施来发展本土工业并以当地工业品代替进口工业品的贸易发展战略。其措施主

要包括：（1）实行关税保护，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对本土市场中急需的资本品、

中间产品的进口征收地关税或减免关税，以降低实行进口替代行业的生产成本；（2）实施进

口配额，在限制非必需品进口的同时增大必需品的进口，约束本土对进口产品的非生产性消

费；（3）外汇实行管制以平衡国际收支，或者使本币升值以减轻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

所造成的外汇压力；（4）引进外资建厂，政府与外资合作办厂，或建立经济特区等；（5）政

府采取保护政策，扶持本土幼稚产业的生产和出口，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这包括政府在资

本、技术、价格、收入等方面给予优惠，以保护进口替代工业免于外国同行业或本土其他行

业的竞争，等等。 

进口替代战略一般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上，首先建立和发展消费品工业，以

替代消费品的进口，如收音机、自行车、家用电器、食品加工产品、服装等一般消费品。在

这一阶段上，由于发展中经济缺乏必要的资本、机器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和生产技术，

需要从外国进口这些投入，加上缺乏管理经验，生产规模小，因而往往出现成本高而质量低，

幼稚行业缺少规模经济，外汇短缺和国际收支困难，受保护行业产品的价格甚至高于进口价

格等问题。但随着进口替代幼稚工业逐渐成熟，这类问题会逐步或部分地得到解决。在第二

阶段上，当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所生产的消费品可以基本满足

当地需要时，进口替代行业就应升级换代，从消费品生产转向本土需要的资本品或中间产品

的生产。例如：建立和培育机械、机器制造、石油提炼、炼钢轧钢等行业，与此同时，在这

些行业产品的生产中尽量使用当地投入品，以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经过两个阶段之后，起初

作为幼稚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逐渐趋于成熟，从而不仅为全面推进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而且

随着进口替代行业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同外国企业竞争的能力，进而为经济向出口导向贸易

战略转变创造了条件。 

“出口导向”（Export Orientation）又叫“出口促进”（Export Promotion），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至 80 年代盛行的一种贸易发展战略，实行这一战略的主要是位于东亚的韩国、

新加坡、香港、台湾等经济体，此外，少数拉美国家也在较短时期内做过尝试。“出口导向”

的最初含义是指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出口，后来该含义

被引申为采用相应的鼓励措施，推进本土制造业的发展，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来

替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当然，发展“出口导向”工业也需要实行一定的贸易

保护。总体上说，属于“出口导向”的措施包括：（1）政府对出口企业提供补贴，以提高其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努力；（2）采用合乎适宜的汇率政策，通常情况下所实行的汇率是真实汇

率或接近于真实汇率；（3）对出口行业从外国进口必需的原料、半成品、资本品、技术专利

等实行减、免税，或者放宽进口配额；（4）为了保持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政府通常还会在价



格、关税、利润、留汇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5）还可采用外商独资、合资、侨资办厂，补

偿贸易，来料来样加工，出口加工特区，在境外办厂（跨国公司），劳务出口，等等。 

出口导向战略一般也要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在初级阶段上，主要以发展加工工业和一般

消费品为主，例如：食品、服装、鞋帽、纺织品以及洗衣机、收录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

木材加工制品和玩具等。这类产品在生产方法上相对简单，技术容易掌握，所要求的主要生

产要素如劳动力相对充裕，加上出口市场较大，外国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弹性也较大，

因而其生产容易起步，风险相对较小。当这类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当其中某些产品

的市场容量趋于饱和时，就有可能转向第二个阶段，即转向以机器设备、机床、电子仪器、

机械工具、高技术产品等为主的出口导向工业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作为两种典型的贸易发展战略，它们在各个发展中

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是相互渗透相互

交织在一起。不少发展经济学家指出了这一点。长期潜心研究进口替代的 H.布鲁顿指出，“这

两种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有共同点。两者旨在引诱学习过程和生产率增长，而且两者都强调经

济实力需要恢复能力以及在对变化的环境做出反应时能够进行持续调节的能力”
1。另一位在发展经济学界享有盛名但却英年早逝的 B.巴拉萨认为，人们一般强调这两

种战略的差异，“还应当考虑可能结合了两者特征的介于二者之间的那些案例。而且尤为重

要的是，还需要考虑那些与发生转变相关的问题，亦即可能导致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改

革路径”2。两位发展经济学家所提到的上述相关问题，在以下我们对台湾和大陆贸易发展战

略的路径分析中得到了印证。 

二、台湾和大陆贸易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 

（一）台湾的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阶段及相关的经济政策 

我们以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转折点作为依据，把台湾战后的贸易发展进程划分

为四个阶段。这些阶段分别是：进口替代阶段（1949～1957 年），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过渡

阶段（1958～1960 年），出口导向阶段(1960～1981 年），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升级的阶段（1982

至今）。这里主要对前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1、 进口替代阶段（1949～1957 年） 

在 1949-1958 年这段时期内，台湾实施主要面向本土市场的进口替代战略。为了建立本

地制造业和其他工业，台湾当局对进口替代行业采取保护性措施。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措施：（1）积极发展以非耐用消费品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尤其是推进面向内部市场

的轻工行业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初步建立了本地工业体系。（2）实行进口管制和高保护关税。

例如，列入限制进口的商品种类，1953 年为 185 种，1956 年增为 241 种，1960 年进一步增

加到 381 种。高保护关税则是保护内部市场的又一重要措施，例如，面粉的进口税率 1948

年为 15%，1956 年提高到 30%。又如，进口商被要求支付与进口金额相当的预付款，管制

当局还要求进口商必须获有签证。（3）采用财政政策配合进口替代。这方面的政策措施最有



代表性的是出口退税。出口退税是指退还出口产品所用的原材料或半制成品进口时所缴纳的

税款。出口退税的实际操作始于 1951 年，当时仅限于对从日本进口的少量产品退关税，1954

年退税范围逐渐扩大，扩大到所有外销产品。1955 年正式通过的《外销口退还税捐办法》，

退税范围进一步囊括退还货物税、防卫税、商港建设费、盐税和屠宰税等。出口退税实际上

成了一种由管制部门向出口企业提供的变相补贴。此外，为了鼓励进口替代行业的发展，财

政部门还于 1955 年修订了《所得税法》，减收公用事业、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等合乎奖

励标准的相关行业的营利事业所得税的 10%。（4）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适合于进口替代工

业发展的繁复的金融政策。例如，1957 年 7 月出台了《外销低利贷款办法》，以优惠贷款的

方式提高厂商的出口积极性，用低利贷款来鼓励相关的进口替代行业的发展，这类贷款的利

率远远低于市场利率和一般银行的放款利率；又如，对于进口替代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机器

设备乃至生活必需品等进口均在汇率上准予优惠，并在外汇配额方面优先考虑；金融当局还

允许出口商可以按外汇收入的一定比例保留外汇，以便进口由管制部门核准的原料；出口商

也可以将保留的外汇转让给其他需要外汇的厂家；在当时外汇紧缺的情况下，这一措施有利

于鼓励厂商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再如，台湾金融当局将官价汇率与结汇证汇率配合使用，形

成复式汇率，以复杂的差别待遇的方式达到限制进口、维持出口、平抑物价、刺激生产等多

重目的；复如，为了配合进口限额的实施，有时甚至对私营企业的进口品实行复式汇率制度

中较高的进口汇率（这意味着对进口品额外增加了关税）；最后，为了避免汇率持续波动给

物价带来影响，金融管理当局还兼用可调整的“钉住政策”和抛售金钞的政策，以平抑黑市价

格。 

进口替代战略推动着台湾经济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了较快增长的局面，到 60 年代初

期，主要消费品已不再进口或进口大幅度减少，外销工业品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出口工业

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3.6%上升至 1962 年的 47.2%。然而，由于台湾本地市场

相对狭小，本地市场出现过剩，并伴随着经常账户赤字大幅度上升、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等问题。此外，其他实行进口替代贸易战略的经济体发生过的一些问题，在 50 年代末也在

台湾经济中显露了出来。例如，厂商间为争夺进口许可证而争相展开寻租活动，一些缺乏效

率且成本很高的企业在保护体制下得以生存，而某些有效率的厂商不但不去努力扩大生产能

力和增强对外竞争力，而是与那些低效率的企业形成共谋，垄断市场，提高价格，等等。及

至 50 年代末，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 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过渡阶段（1958～1960 年） 

1958-1960 年是台湾从第一次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过渡的时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

连串大刀阔斧的政策改革得以实行。其措施主要有：（1）在金融政策方面，将极度高估的台

币币值予以减值。台湾银行挂牌的汇率官价 1956 年为一美元兑 24.71 台币，1957 年为 25.33，

到 1958 年已减值为 34.14，1959 年进一步减为 36.38。从 1960 年到 1976 年间，这一官价汇

率一直稳定在一美元兑 40.00 左右。此外，金融当局还分步骤使复杂的汇率结构予以简化。



1958 年金融当局将复式汇率简化为两种，一种为由台湾银行挂牌的基本汇率，适用于部分

官方指定的进出口物资和官方结汇等用途；另一种为基本汇率加结汇证，其中结汇证价格由

市场决定，第二种汇率制度适用于非官方指定的进出口物资的结汇。1959 年，金融当局对

出口结汇核发新结汇证，新结汇证的市场价格即为自由市场上的汇率。1960 年进一步规定

台湾银行 40.03 的结汇证牌价为官定汇率，并宣布该汇率适用于一切进出口和汇款，至此，

汇率事实上已经单一化了。（2）在财政政策方面，1960 年台湾财政部门拟定了《奖励投资

条例》，实行税捐减免政策，奖励的范围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采矿业、制造业、公

用事业、运输业、观光旅馆业等。1959 年和 1960 年，两度修订了 1955 年曾修订的《所得

税法》，使外国人和华侨投资者也可以同当地投资者一样申请捐税减免。（3）在贸易政策方

面，逐步取消进口配额和逐渐放宽对进出口的管制。1958 年实行的改革提出了希望废除外

汇分配额度的做法，在此之后，逐步减少外汇分配额度，最后完全废止了商品进口配额制度。

自 1958 年开始，逐步放宽对进口管制。其原因在于此时台湾正着手大力推进出口加工工业

的发展，由于该行业需要的不少原料是为了加工后出口而被进口的，加上台湾当地自然资源

贫乏，放宽对进口的管制成为当务之急。当然，也对某些例外情况予以考虑，例如：若本地

制造商需要获得保护，必须能够证明其产品在品质与数量上皆能满足内部市场的需求，而且

该产品的价格不能比同类进口品的价格高出 25%。此外，1958-1960 年间总共解除了对 200

多种出口品的管制，并废除了对出口品所课征的 2%的港口捐。 

到 60 年代初，经过一系列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台湾已经具备实施以经济外向型为主的

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所应有的基本条件，这包括：（1）本地工业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并积

累了一些经营管理的经验；（2）10 多年的经济发展在基础设施方面准备了较好的条件；（3）

在农业有了较快发展的基础上，在农村出现了大量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有利发挥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4）当时的国际环境对台湾发展外向型经济非常有利。1958-1960 年

的经济改革对于台湾后来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意义，诚如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 M.斯科特所

比喻的那样，就像是飞机在起飞之前，“将油料加入油箱中，使得飞机可以顺利起飞”3。正

是在完成了一系列经济调整的背景之下，台湾走上了通过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发展之路。 

3、出口导向阶段（1960～1981 年）4 

尽管台湾的有些出口导向措施在 50 年末期便已颁布和实施，但从全局来看，台湾全面

推行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是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的。在 1960-1981 年这 20 多年间，先后颁布和

实施的政策措施主要有：（1）在产业政策方面，实行“先轻后重，以轻养重”的方针，先发展

投资相对较少但见效快的轻工业，通过轻工业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积累资

金，然后再推进重化工业的发展。（2）在贸易政策方面，总的政策倾向是放松贸易保护，改

变限制进口的政策为鼓励出口的政策，其中包括继续实施出口退税和放松进口管制等措施。

自 60 年代中期起，重要的出口加工行业如纺织、合板、五金制品、电气器材等蓬勃发展，

所需原料大都依赖进口；同时，为了降低出口成本，机器设备也需要不断更新，政策措施不



能再局限于放宽进口限制，因此，放宽进口限制的贸易政策最终全面转向鼓励出口。事实上，

从 1964 年真正开始实行解除进口限制，原先要求进口商支付与进口金额相当的预付款的规

定 1965 年之后也逐渐被取消。另外，为了保护本地制造商，1960 年曾经做出了有关这类制

造商的产品价格不能比同类进口品价格高出 25%的比例的规定，1964 年这一比例被下调到

15%，1968 年进一步调至 10%。总体上看，大规模的贸易开放是在进入 70 年代以后才实行

的。1971 年允许出口商可以按外汇收入的一定比例保留外汇并可以将剩余外汇转让给其他

厂家的规定也被废除，到 1976 年时，进口管制基本上全部取消。这一时期，为了促成台湾

工业体系形成如 A.O.赫尔希曼描述的产业间“后向联系”，台湾当局还要求当地制造业厂商

在其产品的总成本中，至少有某个固定比例的生产投入是由当地厂商提供，或者在最终产品

中包含一定比例的由当地厂商创造的附加值。（3）在金融政策方面，金融当局继续执行《外

销低利贷款办法》，以优惠贷款的方式提高厂商的出口积极性，增强台湾出口商品的竞争能

力；截止 1963 年 9 月，金融当局宣布取消结汇证，最终取消复式汇率制度，实现了单一汇

率制。（3）在财政政策方面，当局于 1965 年和 1971 年两次修订 1960 年公布并实施《奖励

投资条例》，新条例中包括许多比前两个时期已实行的税捐减免措施更加优惠的条款，例如：

对指定的工业部门所进口的机器设备免征进口税，出口产品销售费用准予列帐，为出口贸易

提供保险基金，仓库业、重型机械制造业等也被纳入受奖励的范围，等等。这一时期的出口

退税措施，包括逐渐放宽对出口期限和厂商申请退税条件的规定，并核销与出口相关的业务

费。据估计，仅在 1971 年，若是将台湾出口厂商因出口而退还的关税、货物税及其他间接

税加总起来，其价值额可达出口品预期附加值的 3/4，相当于出口商预期经营利润的两倍以

上5。（4）创立出口加工区。为了以更优惠的措施吸引海外投资者到台湾投资设厂，当局于

1965 年公布了《出口加工区设置管理条例》。1966 年底，在高雄建立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此后，申请进入加工区的厂商络绎不绝，于是在 1969 年又相继设立了台中出口加工区和楠

梓出口加工区。设立出口加工区被认为是台湾的一个创举。虽然在其他经济体中也有过建立

自由贸易区的先例，但是将自由贸易去区、企业生产区以及相关的行政管制部门集中在一个

区域则是一个全新的构想，后来被许多经济体所纷纷仿效。 

在出口导向战略的推动下，台湾的出口工业化得到了迅速发展。1960-1970 年间，出口

贸易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20.4%，1970-1981 年为 14.5%。但是，出口导向战略却引发了出口

加工工业片面发展、产业比例失调、经济对国际市场更加依赖等问题。80 年代以后，台湾

当局推行新贸易政策，在促使贸易自由化程度日趋提高的同时，政策的重点由过去促进经济

高速增长转向推动产业结构向高新技术的方向改进。由此，台湾经济进入了通过高新技术来

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新阶段。 

（二）大陆的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阶段及相关的经济政策 

如同对台湾贸易发展战略的划分标准一样，我们仍然以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转

折点作为划分依据，把中国大陆战后以来贸易发展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全面实



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阶段（1949～1978 年），由的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阶段（1979～

1991 年），出口促进与加速贸易市场化改革的阶段(1992～2001 年），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阶

段（2002 年至今）。 

1、全面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阶段（1949～1978 年） 

从 1949 年 1978 年，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的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

略。虽然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在亚洲和拉美有不少经济体奉行进口替代贸易

发展战略，但中国大陆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自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强烈的计划经济特征。如

同战后刚刚获得政治上独立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渴望迅速摆脱经济依附及贫困落后

的民族情结促使中国政府力图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实现工业化，而当时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使得中国大陆被阻隔于国际市场

之外，加上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纪大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普遍怀疑，

前苏联30年代计划经济中高投资带来高水平的GDP给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强烈的示范效

应，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中国政府做出了选择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的全方

位的内向型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 

为了实施全方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中国大陆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计划经济的外贸

管理体制。1950 年当时的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

明确写明“海关税则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必须保护国内生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6。这就意

味着要在关税的保护之下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1951 年颁布并开始实施《海关进出

口税则》和《海关进出口税则暂行实施条例》。从 1951 年到 1983 年（其中从 1976 年到 1983

年没有征收关税），中国大陆执行税则的算术平均关税水平为 52.9%，其中农产品关税率为

92.3%，工业品关税率为 47.7%7。这一关税水平大大高于当时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平均关税

水平。1957 年外贸部公布了《进出口许可证签发办法》，旨在尽量简化申请进出口许可证的

手续。1959 年外贸部又发出了《关于执行进出口货物许可证签发办法的综合指示》，并明确

规定“各进出口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进出口的货物，凭外贸部下达的货单或通知为进出口许

可证”8。从此，进出口许可证已失去了其作为贸易政策工具的作用，逐渐被取消，只有在进

口少量急需物资的情况下才使用进口许可证。由于各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分支机构必须根据外

贸部下达的货单或通知开展进出口业务，计划管理和行政指令实际上成了政府管理和调节对

外贸易的政策工具。高度集中的外贸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外贸经营与管理合

二为一，外贸财务由国家统收统支和统包盈亏，外贸的经营与管理均按照外贸计划（该计划

的编制包括外贸收购、调拨、出口、进口、外汇收支等方面）执行，中央政府则以指令性计

划直接管理少数专业性贸易公司的进出口业务，等等。由于这一时期大陆的总体经济环境是

非市场的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因此，关税及其他

贸易政策工具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在全方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中国大陆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化模式的



影响而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在大陆初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并且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这种增长模式毕竟是以资源大量浪费为代价的。这主要表现

在：（1）由于进口替代部门均为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了给重工业提供资本品，计划管理

部门不得不借助于价格剪刀差人为地压低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使重工业部门积累了大量

资本，轻工业因缺乏资本而发展缓慢，消费品严重短缺，而重工业部门中却有大量资本品闲

置；（2）在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为主体的进口替代部门中劳动力被替代，致使大陆所拥有的

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不仅没有得到发挥，而且工资也被人为地压得很低，导致民众的生活

水平提高缓慢；（3）农业不受重视，长期处于缓慢发展水平，造成农业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增

长的瓶颈；（4）计划经济体制下封闭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切断了大陆同国际市场的联系，使

得大陆远离世界经济与技术进步的潮流，造成国有企业无法与国外同行竞争，最终导致了经

济的缓慢发展。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逐步走进了死胡同。1979 年之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大陆开始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 

2、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阶段（1979～1991 年） 

从 1979 年开始，在实行对外开发的同时，逐步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全方位进口替代为

目标的外贸体制进行改革。由于改革之初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以“摸着石头过河”方式进行

的，因此，最初的改革具有强烈的“试点”性质，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放权”，即从高度集中的

管理模式转向分散经营模式。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下放外贸经营权。在中国

大陆，对外贸易经营权是通过审批而获得的。根据有关规定，任何企业，要想获得外贸经营

权，必须符合设立外贸公司所具备的条件，并经外经贸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

审核批准，办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在银行开户后方可，否则不能从事外贸经营活动。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由国家垄断外贸经营权的制度属于非关税壁垒限制措施。

1979 年开始，国务院批准成立一批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工贸公司，并将原来外贸部所属外贸

专业公司经营的部分进出口业务分散到有关部门所属的进出口公司经营。这就意味着外贸专

业公司的经营权逐步下放，地方的外贸经营权逐步扩大。此外，中央政府还对广东、福建两

省实行特殊政策，相应扩大这两省的外贸经营权，其产品除特殊情况外绝大部分由省外贸公

司自营出口。随后，京、津、沪、辽等省市也分别成立外贸公司，出口当地生产的产品，进

口当地所需物资或技术。1979 年到 1987 年，全国共批准设立了 2200 多家外贸公司，在数

量上增长了 11 倍，由此打破了传统的外贸垄断体制。（2）试行工贸结合试点。1979 年以后，

各地进行了设立工贸公司的尝试。所谓“工贸公司”，是指由工业企业和外贸企业共同出资和

出人，两者合为一体并共同经营的企业。双方在进出口方面密切配合，合理分工，各有侧重，

充分发挥双方各自的优势。这种企业形式最早出现在上海，随后出现在全国各地。这是一次

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纵向经营方式并从事横向跨行业经营的尝试。（3）简化外贸计划内容。自

1985 年起，外经贸部不再编制、下达外贸收购计划和调拨计划，并缩小了指令性计划范围，

扩大了指导性计划范围，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例如，在出口计划方面，主管



部门只下达属于指导性计划的出口总额指标，并下达属于指令性计划的被列名管理的主要商

品出口数量指标，其余出口商品除少数因政府间协定必须保证交货者外，均由生产和外贸企

业依市场条件自行确定。在进口计划方面，属于指令性计划的商品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

商品，大型成套设备及技术引进项目，由政府间协定规定的进口品，等等，其余进口品均不

再由进口计划详细规定。（4）推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从 1987 年开始，外经贸部对所属

外贸专业总公司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的指标为出口总额，出口商品换汇成本，出

口盈亏总额这三项指标。承包的方式为有外经贸部发包，外贸总公司承包后，再在公司系统

内逐级分包到各分公司、子公司。承包制实行超亏不补，减亏留用，增盈对半分成，并按前

面提到的三项指标履行情况兑现出口奖励的经营机制。1990 年国务院总结前两年试行出口

承包制的基础上，做出了全面推进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决策。 

除了改革外贸体制之外，中国政府还采用了一系列兼有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政策倾

向的措施。具有进口替代倾向的措施有：（1）1980 年恢复了对国营外贸专业公司的进口品

全面征收关税，提高了某些耐用消费品和国内已经能够生产的机器设备的关税；（2）1980

年还恢复了 1959 年已被废除的对进口许可证和出口商品许可证的管理；（3）1980 年以后又

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产业或产品进口替代的规定，尤其是在外资企业与中方合作的协议中或在

协议之外，要求对方做出有关“当地产品含量”的承诺；（4）实行配额管理。其具体操作方式

是：由中央主管部门与地方有关部门协商，根据每年对某些产品的需求量确定需要限制的进

口数量，然后由中央主管部门将配额分配给相关用户，并由中央政府派驻各口岸的结构对配

额加以落实并进行管理。 

具有出口导向倾向的措施有：（1）1979 年开始实行外汇留成管理办法，体现的是“谁创

汇，谁留成”的原则，亦即部门与地方所得到的留成外汇，按规定分给创汇企业的部分。1985

年对外汇留成比例作了修正，实行按出口商品收汇金额的比例留成，由分派管理改为额度管

理。这一做法提高了地方留成的比例，但要求留成外汇额度单位须向当地国家外汇管理部门

申请开设外汇额度账户。从 1988 年起，取消了对用汇指标的控制，允许地方政府及中央主

管部门所属企业，在其所分得的留成外汇中，可以按有关规定自主支配和使用，与此同时，

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沿海重要城市建立了一批外汇调剂市场，各类企事业单位外

商投资企业可在这些市场上买卖外汇；1991 年，进一步改变外汇留成办法，把按地区实行

不同留成比例的做法改为按大类商品实行统一比例留成。（2）1982 年降低了部分国内所不

能生产的先进的机器设备、国内供给不足的原材料、某些机器或仪器的零部件的关税；1984

年对《进出口税则》和《暂行实施条例》进行修改，并对进出口关税水平进行调整，关税率

由平均 52.9%降为 38%，其中农产品平均关税率为 43.6%，工业品平均关税率为 36.9%。（3）

1988 年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该政策又被称作“外贸出口奖励金制度”，即对实行增值税

或产品税的产品，除原油和成品油之外，在报关出口后，分别退还在生产环节已缴纳的增值

税或产品税税款。（4）从 1991 年起，取消对外贸企业的亏损补贴，使外贸企业实现自负盈



亏；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外贸进出口总公司以及其他外贸企业向中央外贸

主管部门承包出口总额，并完成出口创汇和上缴外汇额度等指标。（5）为出口企业提供出口

信贷。一方面，由国有银行对外贸企业贷款予以优先安排，贷款额度的增幅与出口增幅保持

同步；另一方面，通过设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出口企业办理信贷与保险业务，并对资本货

物的出口提供卖方信贷。 

总之，在这一阶段，全方位的进口替代逐步向出口导向过渡，贸易发展战略在总体上已

经不再是进口替代，而是开始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变，因此，这一阶段的贸易发展战略表现出

“进口替代逐渐淡化”而“出口导向逐渐凸现”的两者相互交错的特征9。这一特征是由当时大

陆实行渐进式的“双轨制”总体改革方略所决定的。 

3、出口促进与加速贸易市场化改革的阶段(1992～2001 年） 

1992 年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中国大陆开始大规模地推进市场导向改革

的进程。这一时期出台的措施主要有：（1）启用新税则并分步骤调低关税。自 1992 年 3 月，

国务院第二次修订了《进出口税则》，以后开始实行以国际通行的《协调制度》目录为基础

的新税则；从 1992 年开始，为了重返 GATT 和 WTO，持续五年调整关税税率，平均关税

率由 1992 年 12 月的 43.1%下降到 1997 年 10 月的 17.0%，五年间被降低关税的税目数量共

计达 16000 多种。（2）缩小由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范围。1992 年以前，受进口许可证管理的

进口品约占所有进口品的 50%以上，所涉及的商品种类达 1000 多种。根据 1992 年 10 月达

成的《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中的有关约定，中国政府明确拟定了缩小进口许可证管理

范围的时间表。到 1997 年底已取消大部分进口许可证，仅保留了对 7 类特别需要保护的幼

稚工业产品进行许可证管理。（3）减少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范围。1992 年颁布了《出口商品

管理暂行办法》，1993 年初开始实施，由中央主管部门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品种减至

138 种，减幅达 52%。剩下的由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是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的、

资源性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产品，外国对中国有出口限制的产品，重要的

名优特产品或有特殊要求的出口产品，等等。（4）1994 年实行分税制后，为了严格执行出

口退税制度，出口退税额全部有中央财政承担。退税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94 年出口退

税率为 17%，1995 年农产品的退税率调整为 3%，农业加工品的退税率调整为 10%，工业品

退税率调整为 14%；1996 年农产品出口退税率没有改变，农业加工品和工业品的退税率分

别下调为 6%和 9%。同年，外贸企业的所得税制也进行了改革。国有外贸企业统一上缴所

得税 33%，中央所属外贸企业上缴的所得税，全部划入国家进出口银行作为信贷资金的补

充部分，而地方外贸企业上缴的所得税，在解决了历史挂帐的前提下，用作外贸发展基金。

（5）废止进口替代目录。1980 年以后制定的一系列有关产业和产品的进口替代规定虽然有

助于本国幼稚产业发展，但却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同类进口产品的排斥。1992 年在《中美市

场准入谅解备忘录》中，中国政府将已经宣布的 1751 项进口替代清单全部予以废除，但在



某些特殊商品（如汽车）上还保留了进口替代要求。（6）按照 WTO《技术贸易壁垒守则》

的规定，规范进口管理技术设施，包括在商品检验、动植物检疫等方面均按国际惯例操作。

（7）增加进口管理的透明度。在这一阶段，清理了一大批有关进口管理的内部文件，逐步

公布需要继续执行的文件，并明确规定今后凡涉及进口管理的规章，都须经外经贸部统一发

布。（8）放宽生产企业经营外贸的审批标准。部分由中央外贸主管部门划定的大企业（如生

产机电等产品的企业），只要申请就可获得进出口经营权，其他企业年出口额达 100 万美元

就可赋予进出口经营权，而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企业，该标准可降到 50 万美元。按照对外所

做的承诺，2000 年之前将实现外贸经营权登记制度，为此，1997 年初，外经贸部颁布了《经

济特区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自动登记暂行办法》，在五个经济特区首先尝试生产性企业进

出口权登记制度。（9）逐步实现单一汇率制。1994 年初，大陆成功地实现了人民币汇率并

轨。其具体做法是：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所谓“结汇”，即企业将

出口获得的外汇收入按当日汇价卖给银行，银行在收取外汇后，兑付人民币；而所谓“售汇”

则是指企业若需要外汇，只要凭有效凭证到银行用人民币兑换，银行售给企业外汇。从此以

后，企业与居民个人用汇，均可按同一价格从银行买入，结束了事实上已存在多年的外汇牌

价与调剂价并存的复式汇率制度。汇率并轨后，建立在外汇额度留成基础上的出口自负盈亏

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退出了历史舞台。1996 年 7 月起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

到 1996 年底之前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4、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阶段（2002 年至今）。 

2001 年 12 月，中国大陆加入了 WTO，成为该组织的第 143 个成员。自 2002 年以来，

通过一系列体制改革和更加趋于市场导向的政策措施改革，中国在市场准入、国内措施、外

资待遇、服务贸易等各个领域均很好地兑现了自身对 WTO 的承诺，并忠实而全面地履行了

所承担的义务。截止 2006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加入 WTO 五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

施包括：（1）从 2002 年起持续下调关税，到 2005 年初在关税改革方面所作的承诺已基本兑

现；（2）清理或废除了有关贸易管制的 2300 多份法律、法规和“红头文件”，贸易对外开放

度进一步加大；（3）已经开放了 104 个行业，行业准入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打算

进一步开放的还有铁路货运、电信、旅游以及其他服务行业；（4）允许外资银行享有国民待

遇，经营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可以像中资银行一样对企业提供贷款业务；（5）成品油批发

和零售市场正式对外开放，在石油市场上，外国投资者可以同国有和民营企业展开竞争，从

事油品批发业务。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入世”以来，经济持续五年保持平均增长率为

9.5%的高水平。与此同时，对外贸易结构进一步改善。在出口产品中，94%以上的出口额为

制成品，其中机电产品占总出口额的 56%，高科技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也有大幅度提

升。这一阶段在贸易政策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大陆的贸易政策改革在许多方面已经与国际



贸易体制接轨，贸易政策的实施更加注重内外协调。 

三、对两岸贸易发展战略路径差异的比较分析 

以上我们分阶段概述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各自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演进历程。从两

岸的演进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共同点或相似之处。它们分别是： 

第一，两岸在各自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阶段上都包含有“兼而有之”的两者交错在一起

的现象，即在进口替代阶段上包含有出口促进的因素，而在出口导向阶段上又有某些进口替

代的因素，两岸均不属于推行“纯粹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的经济体，而是类似于 B.巴

拉萨所说的“结合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者特征的介于二者之间的那些案例”。   

第二，在两岸贸易发展战略的演进中，经济主管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由于

双方都经历过贸易战略转变过程，各自在遇到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时所采用的政策有相似之

处。当然，就经济主管部门实行干预的程度而言，大陆方面实行干预的力度明显要大得多。   

第三，两岸都在实现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过程中经历了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

熟的过程。虽然台湾经济一直是保持市场经济体制，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时，台湾的市场经

济在体制上仍然有许多不成熟之处，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发展，现在的台湾经济在市场体制

方面比过去要成熟得多。从大陆方面来看，建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从两岸贸易发展的路径来看，双方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发挥比较优势的时间维度上和程度的差异。台湾在发展其经济的战略选择上，

一开始就选择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较充分地发挥了其比较优势，这使得台湾的经济发

展所面临的障碍大大降低。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进口替代阶段上所做出的产业战略选择

对后来出口导向阶段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由于出口行业具有比较优势，使得台湾的出口品

具有较强的对外竞争力。在进入出口导向阶段后，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出口增长带

动着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大陆在进口替代阶段上所做的产业选择，选

择的是资本密集型工业。尽管大陆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由于这个选择没有发挥劳动力

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中国大陆在进

入改革开放阶段后，努力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推进。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拥有了比较优

势，但从总体上看，国际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二，在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产业链上的差异。台湾在进口替代

阶段主要形成了替代非耐用消费品的耐用消费品产业链，而在出口导向阶段上形成的是替代

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两个阶段上所形成的产业链连接紧密，

不仅带来了规模经济，而且铸成了强大的对外竞争力。相比较而言，大陆目前已经进入出口

导向阶段，但是大陆的出口更多地集中于“加工贸易”上，加工贸易的比重过高。加工贸易的

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业务和进料加工业务，二者的共性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零部件

的供应市场和产成品的销售市场均在海外。加工贸易的产业关联度不高，其快速发展并不能

引诱各产业的关联效应，没能在总体上形成能够提升竞争力的产业链。因此，大陆下一步的



任务是建立起自身的产业链，变“两头在外”为“一头在外”。 

第三，经济规模上的差异。台湾具有明显的岛屿经济的特征，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更容

易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格局。一般而言，小规模经济因地域狭小，人口总量不大，市场容量

较小，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容易。积极扩大外贸出口，就可以使其产品和生产

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实现较大的规模经济。而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前，人均收入水平低下，

市场狭小，实际购买力不足，可以说是一个人口上规模大而经济上规模小。然而，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大陆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大陆的这一经济特征使

得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操作上与台湾相比有较大的差异。在大陆，由于东部、中部、西

部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很大，而且各自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程度也有很大不

同。这就使得在大陆的贸易发展战略始终体现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更为紧密地交错在一起

的特征。 

第四，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差异。台湾在开始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时，除了自身的进口

替代为之创造了良好的工业基础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外市场当时正处于上升期，整个

世界市场总体上看是一个卖方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中，走通过出口贸易来拉动经济增长之路

会相对比较平坦一些。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上众多发展中经济体纷纷实施出口导

向战略，这使得世界市场逐步由过去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产品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

烈，产品出口更加困难。所以，当前大陆所面临的世界市场形势与当年台湾推进出口导向阶

段时期的状况具有较大差异。在当前，大陆应大力发展内部市场，适当减少对出口的依赖程

度。这样的选择既是理性的，也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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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mport Substitution to Export Orient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Paths of Trade Strategies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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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he Taiwan have changed the strategies of trade 

development from import substitution to export orientation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re have existed great disparities on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concrete processes on both 

coasts when the strategies were performed. The present article,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makes a comparison of the paths of development on both coasts during the critical 

period from import substitution to export orientation. First, it compares the stages of the evolutional 

processes for trad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with those of Taiwan, and then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development paths on both coasts from import 

substitution to export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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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在有关台湾贸易发展战略的阶段划分上看法不一致，例如薛琦认为，台湾在 1976 年至 1981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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